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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家族主义：家文化在当代中国企业的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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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中国社会的本位文化，家文化对中国企业的影响深刻持久，当代中国企业中

的家族主义、泛家族主义是普遍可见的家文化形态。本文采用扎根理论方法，从6家企业近年的

家文化活动中发现了“超家族主义”这一新的家文化形态，它表现为企业视员工如家人，并通过

育德传家和爱众齐家等家文化建设路径，建构企业与员工的共享价值观，从而实现企业与员工

之间的高度信任和共生关系。通过对超家族主义的概念、机理及其在当代企业的适用性的分

析，本研究发现，超家族主义是家文化在中国企业管理领域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它超

越了以往家文化在管理上内外有别、信任不足等局限，促进了员工与企业的共生与协同。超家

族主义既契合中国人对家的温情期盼，又适用于商业社会对企业的发展要求，因此代表着家文

化在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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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改革开放之初，不少企业主携家人共同创业，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家族企业核心成员之间

存在血缘关系，家人间的高度信任发挥着纽带作用。有学者认为，将家族经验应用于企业经营

管理中的现象在华人企业中尤为突出（杨国枢，1993），以往文献将这种企业中的家文化称为家

族主义（Levy，1963；Fukuyama，1995）。随着企业不断发展，“家族”吸纳了非血缘但又具有学

缘、业缘或地缘的熟人进入内部，构成熟人社会的一套圈层秩序，家文化进一步泛化开来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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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文化影响力（郑伯埙，2006；Greif和Tabellini，2017），这正是费孝通先生阐释的差序格局精

神（费孝通，2003）。从家族主义到泛家族主义，使家文化在企业生效的核心是信任（李新春，

2002），信任的高低决定了成员在关系纽带中的地位，形成差序圈层，使家族逻辑演化至企业经

营管理中。但随着商业社会的不断变化，这套秩序也逐渐暴露出局限，如“家族”等级与血缘意

识造成管理上的任人唯亲，最终导致冲突产生，损害了企业利益（齐善鸿和李亚楠，2017；陈斌

开和陈思宇，2018），使企业发展陷入瓶颈。

本研究经过十余年的观察、追踪与聚焦调研，发现一些企业开始尝试突破以往家文化在管

理上的不足。它们对来自传统家文化中的元素进行了萃取与优化，为全体员工打造出一套不是

家族又颇具家文化意味的孝悌伦常；竭力规避家族主义及其泛化中的短板，不认同“任人唯亲”
的理念，更没有刻板地复制传统家族的等级制度，而是致力于寻找支持员工与企业共同发展的

家文化元素。相较过于强调核心家族的企业而言，研究走访的企业更重视全员发展，致力于实

现人与企业的协同共生。虽然志不唯利，但在进行家文化改造之后，企业反而赢得了员工们的

广泛信任，在经营管理方面成效斐然，并吸引了其他各类企业慕名前往学习。这些发现不同于

已有文献对于企业中家文化的描述，此类企业的做法实质上体现了对传统家族生存逻辑的扬

弃而非照搬。那么，相比于以往企业的家文化，上述企业新的家文化现象，其具体内涵、机理及

独特性是什么？对于当代中国企业而言，这种新的家文化现象又能发挥何种作用？

为深入揭示上述研究问题，了解此类实践是否具有理论新意，本文采用扎根理论方法，遴

选6家专注此类实践且成效突出的企业作为样本，进行了6年的专题调研，从中提炼出“超家族

主义”这一新概念，并分析了其在当代企业的运用机理和适用性。研究发现，超家族主义既吸收

了传统家文化的有益成分，契合于中国人对家的温情期盼，又克服了其狭隘信任等局限，适合

于员工背景更加多元化的企业的发展。因此，超家族主义的诞生代表着家文化在未来的重要发

展方向，它为解决企业共同的家族逻辑困境、延展家文化的时代价值，提供了一套更适用于当

前商业社会且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理论和实践方案。

二、  文献回顾

（一）家文化在本土情境的影响力

家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及单位，由家族衍生的文化关系着社会的发展动态。西方世界经历了

从宗族社会到公民社会的变革，宗教的盛行淡化了家族对社会的影响，也形成了西方社会以个

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许烺光，1989）。而在东方社会，一切秩序的建立离不开家族伦理（陈其

南，1986）。陈独秀曾对中西家文化差异作“本位”之论，认为“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 东洋民族

以家族为本位”。虽然东方社会皆重视家族，但文化表现上却形态各异。如日本的“家元制度”注
重家道的传承而非家嗣（山本七平，1995；尚爻，2019）。在中国，人们传承了一套依赖于家族成

员关系的价值取向，家文化成为千百年来从未断绝的本位文化（岳庆平，1994），家人之间的互

信、忠诚等品质形成了一种文化影响力，深入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成为传统中国文化的核心（储

小平，2000）。人们将家族的结构形态、关系模式及处事方式概化或带入非家族性的团体或组织

（杨国枢，1998），更衍生出了一套伦理与法则（储小平，2003）。
（二）家族主义及其泛化——家文化在企业中的已有应用形态

改革开放后，不少企业主集结家族关系与力量开办企业，在生产与经营方面取得成效，学

者将这一现象称为家族主义（Levy，1963），其关键特征是人们对有血缘关系的家人之信任远

高于外人（Triandis等，1982；Fukuyama，1995）。至企业经营规模扩大后，为解决用人不足的问

题，企业主逐渐开始吸纳有地缘、业缘、学缘等关系的熟人进入企业，但在管理上仍然沿用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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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逻辑，这种泛化也被学者概括为泛家族主义（陈宏辉，2003）。泛化趋势使家族突破了单一的

血缘联结，既巩固了内部成员关系，又能吸纳非血缘成员的能力与效率，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组

织活力（Greif和Tabellini，2017）。家族主义及其泛化也由此被认为是企业中典型的家文化现

象，中国的民营企业普遍采用着家族式的内部管理模式，这一倾向不仅存在于家族企业之中，

甚至在各种非家族的组织或单位中都惊人地相似，且普遍存在（樊江春，1992）。
（三）已有家文化形态与企业自身发展的冲突

家族主义建构的关系核心是信任，企业对于“自己人”表现出极高的信任，而对非家族成员

表现出低信任或不信任（李新春等，2020）。一方面，内部成员的高度信任可凝聚家族关系，在企

业中对资源进行统一而高效的配置；另一方面，这种信任采取特殊主义的用人原则，呈现出内

外有别的倾向，“外部人”难以得到公平对待，组织的影响力和规模也因此受限（吕力，2016）。家
族主义及其泛化没有从根源上解决信任问题，信任感仅局限于“自己人”（朱贻庭，2001）。亲疏

有别的用人原则并非没有边界条件，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发挥强有力的凝聚力，但如处理不当，

也会滋生组织内部的复杂冲突。有研究发现，任人唯亲可能造成家族与外部群体、组织的矛盾，

不但带来了公私不分、私相授受的问题，还降低了企业内部凝聚力，产生了关系锁定、组织公平

感和代理能力降低等消极影响（胡国栋，2014；谭庆美等，2022）。家族主义及泛家族主义导致非

理性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出现，损害了企业和家族利益；且信任更多地忠于人，而较少地忠于

原则或思想，使企业发展陷入瓶颈（代吉林和李新春，2012）。由于信任不足，企业难以从经理人

市场吸纳更多管理资源。

由此可见，泛家族主义虽延伸了家族主义的形式，但其内核仍然依附于人们对关系的信

任。而本研究在样本企业中发现的家文化，具有不同于家族主义及其泛化实践的显著特征；故

而，本研究将聚焦于这些企业的家文化实践，来了解它们对家文化的扬弃如何发挥成效，经过

改造之后的家文化又是否更适用于当代的中国企业？

三、  研究方法

（一）扎根理论方法论

近年来，研究中国情境下家文化对组织运营影响的文献还缺少成熟且完整的理论成果，使

用定量研究方法进行大样本采集存在操作困难。本研究从现象入手，在调研的初步发现中提出

研究问题，研究路径更符合质性研究方法的传统。研究选择以扎根理论方法进行质化探索，这

是一种主张形成一套“生成的”而非“验证的”理论建构方法体系（Charmaz，2006），不先入为主

地进行假设，而是自下而上通过编码让数据中的规律自然涌现（贾旭东和谭新辉，2010）。扎根

理论方法的“生成”逻辑不仅适用于解释特定现象，而且被认为是一种可供研究者从真实现象

中建构理论的科学研究方法（Glaser，1998）。因而采用扎根理论方法有利于处理与理解本研究

获取的质性资料，从中形成理论。

（二）抽样依据与数据收集

在扎根理论研究过程中，抽样的最初阶段包含了目的性抽样的要素，即研究者必须知道从

何处进行采样，以及这些采样可以到达何处（Glaser，1998）。在研究初期，现象的探索是开放性

的，在不作预设的情况下，研究团队接触到A公司，观察到A具有浓郁的“家族”氛围，并了解到

A公司的家文化已推广至全员实践，且赢得了员工的广泛认同，在管理上取得了成效。而A的实

践灵感则来自于B公司，A公司介绍，B在此方面的实践更加深入且成体系。随后研究人员继续

走访并了解了B的家文化模式，走访发现，两家公司的家文化均广受员工认可，且成效斐然。从

中确定了“家文化赢得员工广泛认同”“家文化取得实践成效”两个信息节点作为抽样目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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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的调研中选取了C、D、E与F此4个满足条件的企业作为样本，使本研究的故事线索在逻辑

上具有可复制性。

研究问题产生后，开始进入理论性抽样过程。在这个阶段，研究者围绕研究问题开展一系

列专门的数据收集，由编码自然涌现的需求决定数据收集的方案（Glaser和Strauss，1967）。研究

人员设计了调研计划，对6家企业展开实地考察，从中获取一手与二手质性数据。在数据分析过

程中，为减少单一访谈来源带来的抽样偏差，研究人员在二次数据收集时设置了两个理论性抽

样目标，一是回访前一阶段数据中涌现的关键编码，继续深入提问；二是专门设计针对员工层

的访谈问题，提升数据的可靠性。为此，本研究开展了聚焦性调研，从实际情况出发，跟踪调研

了其中4家企业（A、C、D、F），对二次收集的访谈数据进行反复比较，确认每一范畴特征及范畴

间的关系表达清晰。数据收集情况如表1所示：
 

表 1    企业数据收集汇总

案例企业 A B C D E F
调研次数 5 3 4 3 1 2

调研日期

2 015.11.02
2 016.03.22
2 018.12—
2 019.01
2 019.3.28
2 020.10.13

2 015.12.05
2 016.04.03
2 020.12.27

2 017.09.01
2 018.10.25
2 018.12—
2 019.01

2 020.07.14

2 019.07.
12—13
2 019.12.
01—03

2 020.11.29

2 018.12—
2 019.01

2 019.09.
28—29

2 021.1.13—
1.20

管理人员

集团副总裁、
教育中心总
监、分公司总
经理、人事行
政部共4人

董事长、幸福
促进中心经理
共2人

创始人、总经
理、部门经理
共4人

副总裁、子公
司总经理、副
经理、商校校
长、研究所所
长共9人

部门经理、子
公司副总、工
会主任共8人

总经理、部门
经理、文化、人
事专员共6人

基层员工
车间主管、车
间班组长、普
工共15人

和谐支部员
工、忠实支部
员工共8人

车间班组长、
装配员工共
17人

文化教师、培
训员工、油站
员工共14人

文化部员工、
运营部员工、
班组员工共
4人

车间主管、文
化部门员工、
班组员工共
8人

家文化实践

《弟子规》《幸
福人生讲座》
课程等，和谐
家庭文化活动

《弟子规》《幸
福人生讲座》
课程等，和谐
家庭文化活动

《弟子规》《幸
福人生讲座》
课程，全员家
庭健康和谐计
划，祖宗堂祭
祖

《弟子规》课
程、JB家油站、
JB家超市等
“家”元素产品

打破部门壁
垒，将阿米巴
经营模式和家
文化整合成
TCC“小家”文
化圈

以《弟子规》为
家规，全员自
下而上提炼各
个班组的家文
化

入选依据
家文化相关语
料最丰富

家文化样板企
业，享誉业界

家文化实践类
型丰富且有独
特元素

拥有家文化品
牌、家文化覆
盖面较大、中
国民营企业
500强

中国企业班组
文化建设示范
单位，员工超
过1万人

国有企业，独
创“五级联动”
家文化成果多
次获奖

访谈总时长 714分钟 321分钟 788分钟 672分钟 954分钟 738分钟
一手资料 8.12 万字 4.48 万字 19.02 万字 17.63 万字 21.37 万字 18.95万字
二手资料 6.33万字 11.78万字 13.67万字 8.46万字 7.29万字 8.23万字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整理。
 
 

四、  编码过程与发现

（一）编码过程

第一步，开放性编码。开放性编码数据的收集主要在2015—2019年此4年间，研究团队陆续

寻找并确定了6家企业样本。获取一手质性数据之后，对包含访谈文本、现场记录、企业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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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数据及研究者调研期间撰写的日志进行逐段、逐行甚至逐词进行标注，经过层层抽象及概

念化的提炼，整合为开放性编码。这一过程共获得一级编码571个，二级编码106个，三级编码

24个，四级编码7个。将以上编码进行事件与范畴的不断比较，整合相关的编码线索与类目，剔

除与核心线索无关的内容，最终涌现出最主3个初始的核心范畴。

第二步，选择性编码。在选择性编码过程中（2020—2021年间），团队一是根据开放性编码

涌现的主题对前一阶段的核心编码、涉及到的访谈对象进行回访；二是专门针对员工层面设计

访谈提纲，获取员工视角数据，从中判断3个核心范畴是否达到饱和。在这个阶段，3个核心范畴

的关键特征与故事线索开始涌现。选择性编码共获得一级编码701个，二级编码37个，三级编码

12个，四级编码3个。

第三步，理论性编码。此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明确前述3个核心范畴的关系与功能，明确此类

企业的家文化实践之作用机理，从中初构理论。

第四步，理论建构。理论建构的目的是判断此类企业的家文化实践是否具有理论新意。此

处研究将采用扎根理论主张的“理论饱和”要求，作为数据检验的标准，来审视建构理论的质

量。“理论饱和”强调在编码与文献的持续比较中确定范畴特征不可再继续发展（Glaser和
Strauss，1967）。在后续的写作中，本文将在核心范畴与理论初构清晰呈现的基础上，在文献与

编码的交替分析中确认理论饱和，完成理论建构。

确定理论编码是否达到饱和。

（二）实质性编码

1. 核心范畴一

研究发现，6家企业均将全体员工视为“企业家人”，重视对全员德性的育化，依靠家文化教

育形成全员对德性的追求与共识。可以说，教育成为了家文化在企业落地的重要手段，且教育

的目标在于育德。与德性教育相关的条目成为开放性编码反复涌现的一项核心特征，根据初始

条目，研究通过层层抽象提炼出育德理念、育德方略两个三级范畴，并最终形成企业育德这样

一个四级范畴。

上述开放性编码数据主要来自企业管理层，为了解员工对企业育德的真实反馈，选择性编

码采用了二次回访及新采集的员工层数据，检验企业育德概念是否有效。经过二次数据迭代，

研究了解到，此类企业的德性育化首先从企业家本人开始，企业家自身长期修习传统文化，通

过自我教育的反思来明确自身对企业如“家主”、对员工如“家长”的担当，而不是先要求员工付

出。如D公司董事长马总的观点：“只要父母（领导）带头做了，你的孩子（员工）就跟着你学。”此
类企业家认为，借助传统家族栽培子女的教育方式推广至全体员工，可帮助员工成长、谋求幸

福。如A公司王副总评价企业家的发心：“从这两年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我们也看到他（张董事

长）这种决心，就是非常真诚的，一颗真诚心，去为员工谋幸福。”E公司亦看重全体员工的成

长：“人怎么样才能幸福？让他成长。只要涉及到成长的，我们叫价值观统一，哲学共有。（E公司

文化部负责人D经理）”这种教育理念尤其重视全员学习，从企业一把手到基层员工、甚至实习

生都强调全员的长期轮训，这与一般企业的技能培训截然不同。在做法上，企业主张从《弟子

规》《孝经》等文化经典中汲取教育方略，凝练成为企业哲学，并将这些内容称为“家训”，如B公
司的企业家训为：内求利他；F公司则将五常的“仁、义、礼、智、信”对照企业经营实际分别注解，

发展为整个企业的家训，各个班组又自发书写各自的“小家”家训。具体的教育方式则是借鉴传

统家族中教育子女的言教、身教、境教方法，尽力做到“时时”“事事”都能给予员工教育启发。

在补充的员工访谈中，研究发现，员工对企业育德的反馈呈现出积极的理解与吸纳效果，
 

24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4卷第10期）



从中总结的特征为员工晓理。员工个人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不仅实现了才的成长，还通过传统

文化的义理明晓如何做人做事，才与理的成长继而促成了员工心性的培养。这些企业都强调培

养员工的心性，对于心性成长的作用，A公司给出的解释是，员工的心性中隐含了做人做事的

效率空间：“企业发展的原动力不用靠什么工具，靠你的教育就解决了员工积极性和主动性的

问题，现有的制度和流程里面隐藏着一部分人心的效率在里面，这块解决马上爆发出效率来。

（A公司王总）”在文化落地过程中，A公司员工主动参与编撰企业《哲学手册》，群策群力学习，

共同提炼企业哲学。D公司企业的看法是，这种教育激发了员工文化基因中的认同：“我们公司

用很多东西激发了你内心曾经存在的东西，慢慢地员工在这个过程里边感觉好，尝试过之后，

环境会慢慢改变你，你就改变了。（D公司员工2）”心性的启发教育为企业带来了更和谐的整体

氛围，有员工将这些教育活动表述成一种“文化福利”（C公司员工3），通过学习改变了自己的

人生理念（A公司员工2），同事之间如兄弟姊妹协同谦让；遇事学会首先“反求诸己”；部门之间

从企业整体出发，进行协作、配合，成为企业的常态。

企业育德与员工晓理分别反映出企业德性教育的导入内容与吸纳效果。而这种全员参与

的德育实践又有别于传统家族中道德教育只传亲嗣的培养方法。通过选择性编码的补充，研究

发现“育德”的关键特征在于企业模拟与发扬传统家族中的教育理念与方法，但教育不止是家

族内部成员或与企业家关系相近的熟人，而是落实到企业全员，此处的教育是一种范围更加广

泛的家文化实践。因而，本研究将两个三级编码企业育德和员工晓理进一步提炼为育德传家。

两次编码的结果显示，育德传家的核心范畴在两轮数据中均存在大量事件线索支撑（编码过程

详见图1，关键概念数据列举见表2）。
 
 

12 — 企业家“家长”发心

16 — 德本经营理念

8 — 建立企业家训

37 — 言教、身教、境教三位一体

20 — 建立企业全局意识

17 — 主动改善自身配合企业

15 — 认同德行教育理念

15 — 个人心性提升

22 — 员工协同度提升

18 — 部门良性合竞

育德理念

企业育德

员工晓理

育德传家

育德方略

以企为家

全面成长

图 1    核心范畴育德传家的选择性编码过程
 

 
表 2    核心范畴育德传家选择性编码数据列举

数据列举 一级编码
员工学什么很重要，这都是我们用父母之心去想的，真正为他、利他才能够幸福
（B公司吴董）

企业家“家长”发心

家训：内求、利他；行有不得，反求诸己（E公司研究团队成员日志记录） 建立企业家训
学了这个就学会收敛我的脾气，而且我会换位思考，所以我就觉得收获很大（C公司
销售部员工1）

主动改善自身配合
企业

昨天有两个组长跟我们讨论一个问题讨论到晚上九点，他们就是发自内心的，这个
跟公司的文化有关。把效益做好了，它会通过某种途径回归到你身上来，这个道理
我们都懂（A公司车间员工6）

个人心性提升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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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心范畴二

在教育之外，6家样本企业的开放性数据编码还显示，它们尝试打造一种全员同心、以厂为

家的家文化凝聚力。与此相关的开放性编码大量涌现，经过层层抽象，研究得到“家族”塑造这

一核心范畴，构成“家族”塑造的两个子范畴是家族拟形与切实关爱。

选择性编码对企业“家族”塑造进行了线索与范畴的重新排列，采用了二次回访及新采集

的员工层数据，检验概念是否成立。在此阶段，研究发现支撑6家企业“家族”氛围建构的关键在

于拟取传统家族中的亲情，普及至企业全员、员工个人家庭与客户等利益相关方。原核心范畴

“家族”塑造主要描述了企业在打造家族氛围方面的落地举措，首先是形态方面的“家族”符号

打造，如前述列举的D公司“家油站”“家超市”，A、B两家公司的家训、家风等相关文化标语创

作，C、E、F公司随处可见的关于家族“五伦五常”的宣传册子、条幅；在公司内部，6家企业提倡

以兄弟姊妹的家族称谓替代上下级称谓。在E公司，企业领导作为“大家长”，文化学习评优的员

工被称呼为“学长”，此处的长幼论贤而不论辈，这些符号化的实践方式形塑了企业“家族”的外

在氛围；内在精神方面，企业为关怀员工推出了各项福利与文化举措，B公司吴董说：“幸福企

业首先注重员工家庭幸福，当他的家庭是幸福和谐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做好一个好的员工。”
D公司明确要求各子公司不做客户的下游生意，且在客户遇到困难时主动帮助提供解决方

案……这些模拟着家族之长的领导极力推广全员“泛爱众”的理念，关注每一位“子女”及相关

方的成长与幸福，而不仅是工作成绩。

在补充的员工访谈中，研究发现员工对“家族”塑造同样呈现出了自主参与、积极改变的事

例，从中总结的核心特征为全员一心。在F公司，员工自发在班组之间举行文化比赛，有班组总

结设计了“人在一起叫聚会，心在一起叫团队（现场照片）”等标语来凝练各个班组自身的“家
风”。员工发自内心的情感共鸣来自于企业领导的长期垂范。来自A公司的一位车间工人在例

会上对领导说：“你们早上对我们行礼，肯定是作秀，但是你们坚持下来了，你是真的对我们员

工用心的。（A公司员工2）”研究为此专门抽象出一组编码，将这类事例进行统计，从中可知上

级的躬行示范，成为触动员工情感的关键。在F公司的企业宣传片中提供了一组数据总结：“在
企业文化的引领下，员工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员工对公司产生了归宿感。员工流失率

从2014年的8%降到2018年的2%。”无独有偶，关于“归宿感”的描述在6家企业的员工访谈中均

可得见，类似家族亲属之间的情感纽带在企业内部生发为可观的精神力量，员工与企业间的信

任有所增进，主动改变、主动建言的事例增加，如D与B两个公司建立诚信报销与诚信超市体

系，员工在无监督的情况下自主报销、选购商品，但未造成损失与浪费，反而因员工自身的主人

翁参与作用节约了预算。至此，泛爱全员的举措得到了员工的响应与认同，形成“亲如一家”的
氛围。

综上可知，“家族”塑造的关键在于企业与全体员工之间的情感建构，企业的“家族”塑造得

到了员工的呼应，每位员工愿意将企业当作一个整体的“家族”，将来自于传统家族中高信任、

高协同的情感发挥在工作中，形成全员一心的工作风貌。这些数据反映出企业对家文化的践行

贯彻了“泛爱亲仁”的理念，规避了传统家族任人唯亲的局限。故此，本研究进一步将两个三级

编码“家族”塑造和“全员一心”提炼为爱众齐家（编码过程详见图2，关键概念数据列举见表3）。
3. 核心范畴三

开放性编码还涌现出关于企业的家文化导入成效的描述，此类企业认为，家文化实践的直

接目的是希望成就员工幸福，而企业“家族”是否幸福，首先取决于员工个人是否幸福。从结果

来看，6家企业的家文化实践最终使员工和企业双方都有所得，具体表现为员工幸福与企业有

序两个子范畴，二者共同形成了一套企业“家族”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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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 “家”的投射

16 — 成员关系角色建构

22 — 体恤个人

18 — 关心员工家庭

17 — 视客户为家人

14 — 信任建构

11 — 成员“亲情”联结

24 — 感动与感恩触发

10 — 家族“归宿感”形成

17 — 员工认同家文化

11 — 员工主动建言、建设

8 — 诚信体系运作生效

家族拟形

切实关爱

“家族”塑造

全员一心

爱众齐家

拟亲情纽带

信任形成

图 2    核心范畴爱众齐家的选择性编码过程
 

 
表 3    核心范畴爱众齐家选择性编码数据列举

数据列举 一级编码
“父母”带头做了，你的孩子就跟着你学。你到了企业也是这样，这就是一种家风的
养成，包括到了年三十，基本上是谁的官最大谁值班（D 公司孙总）

成员关系角色建构

公司致力于关注员工的内心，我们认为公司班子是答卷人，公司员工才是阅卷人。
员工物质有保障，心里有所属，各方关系和谐，是我们努力的目标（F公司宣传视频
画外音）

体恤个人

一个圈员分享，他的圈长在吃西瓜，看到他单车链子掉了，把西瓜丢了帮他搞链子，
这么一个小故事，他共享在上面哭。他觉得情谊到了，一家人的那种感情非常好，他
很珍惜（E公司员工1）

成员“亲情”联结

最大的收获也就是学到了传统文化呀，我哥他五月份来到现在，他说他都后悔没有
早一点进这个厂（C公司员工2） 员工认同家文化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整理。
 
 

在选择性编码阶段，核心范畴“家族”风貌得到更多事例支持，且涌现出更加分明的叙事线

索与特征。从员工的反馈来看，各项员工福利的设计是从员工个人成长、健康及其家庭生活的

需求出发，如A公司的企业家仅保留个人利润的5%为其家庭服务，其他收入全部投入企业幸

福文化基金为员工服务；C公司制定“51、25、24”制度，将利润的51%做公益奉献社会“大家”，
25%分红至全体员工及其家庭享有，最后24%才是董事会成员收入；D公司每月发放“孝工资”
至员工父母账户，专门建设企业“养老社区”，一站式帮助员工父母养老。此类关注员工实际需

求的举措，在6家企业不胜枚举。另一方面，企业育德传家与爱众齐家的举措不只是给予员工物

质上的幸福，更注重员工是否在其中真正明理，懂得如何把握幸福、创造幸福。员工反馈谈到企

业的“幸福人生课程”与持续的“大家庭”关怀事例，让员工逐渐明白做人做事的道理，员工感受

到“公平”“尊严”与个人价值的实现，这些做法契合了当代个体的发展需求。A公司明确提出其

企业使命：“追求全体员工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幸福的同时，为人类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贡

献。”从这些数据中，研究进一步了解了子范畴员工幸福的特征，此处补充更多相关事例，并将

原来的子范畴修改为员工物心双幸。

在企业层面，通过补充调研，研究发现企业事实上形成了制度与德性相辅相成的一套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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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企业首先建立了一套家文化规范，明确企业“家族”的制度底线，发挥督导员工的作用。6家
企业均在制度上存在关于领导“垂范”的要求，如B公司董事长每日早晨行礼迎接员工，与员工

同座而餐。对于出错犯规的员工，企业首先以教化代替严惩，使员工从明理中转变做事的方式，

良性转化了等级权威及传统家法等封建做法的负面影响。企业人际方面，模拟传统五伦的人际

关系代替上下级关系，资历排名上以贤为尊而非仅只以长为尊，车间里技能、德行突出者被称

为“学长”，上下级之间的称呼以“兄弟姐妹”来代替。另一方面，企业在文化方面呈现出对德性

的追求，提倡以德性导人自新。“利他”“反求诸己”“家和万事兴”“心性良知”等词是管理层与员

工都高频提及的说法，F公司的侯总认为：“做任何事情肯定德在第一，把德的问题解决了，我们

安全、生产、经营等所有的问题，都是事的问题。”通过数据迭代可知，企业层面的实践与家文化

元素息息相关，可解释为形成“家规”（制度）与崇尚“家德”（德性）两个方面，此处“家规”更多起

到劝诫、督促作用而非强制等硬性规定，更似于儒家“礼”的内涵，因此也更好地服务于德性成

长目标，“家规”与“家德”由此统一起来，相辅相成。故此，本研究将原来的子范畴修改为企业德

礼相辅。

在“家族”风貌形成的过程中，员工在提供教育与关怀支持的企业“家族”中成长，收获物质

与精神的双重幸福，因而信任与回馈企业，企业也得到德性与制度并存的新形态。通过上述提

到的细节例证，研究发现这种关系的形成并非简单复制传统家族主义的一套为己所用的方法

与逻辑，6家企业主要发扬了家文化良性可持续元素，同时改良、摒弃了不适用于全员与企业协

同发展的内容，而企业与员工在其中各有所得，相互依存，形成了一种共生共享的关系。综上，

本研究进一步将员工物心双幸和企业德礼相辅两个三级编码提炼为人企共生（编码过程详见

图3，关键概念数据列举见表4）。
 
 

人企共生

员工物心双幸

物质幸福

21 — 个人奖励制度

12 — 技能成长支持

13 — 增设员工家庭福利

7 — 健康管理办法

13 — 促进对幸福的理解

38 — 个体精神需求得到重视

19 — 人际关系改善

11 — 形成共识、积极工作

33 — 领导表率推动文化落地

24 — 鼓励教化代替严惩

25 — 引入五伦成为秩序

32 — 追求利他

20 — 提倡反求反求诸己

28 — 推崇和谐企业家风

21 — 重视心性良知

7 — 家族伦理承载文化价值

精神幸福

形成“家规”

崇尚“家德”

企业德礼相辅

图 3    核心范畴人企共生的选择性编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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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核心范畴人企共生的选择性编码数据列举

数据列举 一级编码
我们发孝工资（给员工父母），每月每个员工现在就全覆盖，不但覆盖到员工实习生
都覆盖。大学来的实习生（D 孔校长）

增设员工家庭福利

员工2：没进这个厂之前，真的是抬头不起来。做人要有一点尊严，自己才有自信心
嘛。这里确实有这个德性的基础，对我来说，在这儿感觉跟上学一样（C 车间员工2）

个体精神需求得到
重视

兄友弟恭父慈子孝，这些传统的伦常道德成为日用相处之道，文化融入党建工作中
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F 侯总）

引入五伦成为秩序

原来一个搞生产，一个是搞品质，立场不同。现在解决了个人和团队的壁垒，相互之
间都站在彼此的问题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很多东西也就不存在大问题了（A 车间
员工1）

推崇和谐企业家风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整理。
 
 

（三）理论性编码

1. 样本企业的家文化形成关键在于：采用了育德传家与爱众齐家两种路径

以往企业的家文化生效之关键在于人们对关系的信任（李新春，2002）。家族主义依靠成员

的血缘关系来维系家族的凝聚力，泛家族主义则延续了关系的逻辑，在熟人社会中拓展“自己

人”的关系网络，企业家由关系的亲疏来决定成员的任用与利益分配，成员根据对企业家私人

的忠诚来从事生产运营（陶厚永等，2016；Madison等，2018），可以说，关系纽带是驱动以往家文

化生效的核心因素，这也正是费孝通阐释的差序格局（费孝通，2003）。虽然依靠关系可在一定

程度上扩大“人脉”，吸纳更多人进入企业，但也在人事任用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内外有别倾向，

造成家族与非家族成员的利益冲突，最终损害了企业利益（齐善鸿和李亚楠，2017；陈斌开和陈

思宇，2018）。
与此不同的是，本研究样本企业的家文化并不依靠关系纽带将外部人发展为“自己人”，而

是依靠育德传家与爱众齐家两种路径来建构可推广至全员实践的家文化。其中，育德传家借鉴

了传统家族耕读传家、德教为先的子女教育理念与方法（曹影，2006）。企业家通过修身明德自

觉担负了企业的“家主”责任，在家文化导入过程中始终坚持垂范，形成德性自上而下的层层传

递效应，使德性教化成为近在员工身边又可效仿的日常行为；另一方面，爱众齐家主张将全体

员工视为企业“家人”，一视同仁地关爱员工的工作与生活，企业以父母之心敦促员工全面发

展，为员工谋幸福，同样将传统家庭之中的温情在范围上推广开来，乃至员工家人、客户等广义

利益相关方皆可受益。样本企业的实践不是依靠关系来导入家文化，而是将家文化中更具有普

适性的育德传家、爱众齐家两种元素推广至企业，成为形塑新型家文化的主要内容。德性的教

育通过企业家、各层级管理者、作为家文化实践榜样的学长等亲身示范带动；一视同仁的关爱

也可通过员工直观的感受而深入人心，甚至得到员工家人、客户等的认同。本文探讨的家文化

主张四海一家，也因此不会刻意规避内外，家文化溢出的范围包含但不限于企业家的核心家

庭，且惠及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

2. 此种家文化的作用结果是：形成了一套以人企共生为主要表现的共享价值观

以往的家族主义、泛家族主义将家族生存的整套逻辑照搬、复制至企业经营之中（杨国枢，

1998），依靠人们对关系的信任来运营企业，信任忠于人而非忠于原则或思想（代吉林和李新

春，2012）。这形成了一种基于特殊主义的信任取向（储小平，2003），信任度由内而外逐层递减，

出现明显的边界（潘越等，2019）。企业的资源更可能倾向于“内部人”，极易导致人力资源配置

的不合理，强化了非家族成员的不公平感，信任与机会均受限（于晓东和刘小元，2017）。此时，

家族主义及其泛化的运作逻辑反而可能导致组织的影响力和发展受阻，企业的发展始于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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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囿于信任，成为难以攻破的家文化“怪圈”（孙光国等，2022）。由于上述不足难以克服，基于特

殊主义的信任一般被视为有碍组织发展的因素（梁强等，2020）。此时如何“齐家”，直接影响到

企业经营能否成功。

样本企业导入家文化的直接目标是促进全员成长，帮助员工获取人生幸福。从家文化导入

的成效来看，员工和企业各有所得又相互成就。员工收获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幸福，自发感恩

与回馈企业；企业也因员工的成长而受益，获得了德礼相辅的企业秩序。可以说，员工物心双

幸、企业德礼相辅既是家文化实践的结果，又创造了人与企业相互促进、协同共生的一套共享

价值观。人与企业在价值共享的基础上共同生存与发展。核心范畴人企共生蕴含了一种无分内

外的价值取向，这种共享价值观被人与企业共同认可，因而能够发挥不是家族却更胜家族的凝

聚力，形成了员工对企业“以厂为家”的高度信任。此种信任源于员工对共享价值观的广泛认

同，也就可视为一种基于普遍主义的信任。

（四）理论建构

1. 超家族主义的概念赋名

理论性编码通过将前述数据中核心范畴的主要发现和与此相关的文献进行聚焦对话，厘

清了核心范畴的功能与相互关系。根据理论性编码的发现，本文建构了样本企业的家文化机理

模型，将这种既具有传统家文化特色又超越了以往企业的家文化逻辑之现象称为“超家族主

义”，机理模型如图4所示，超家族主义概念赋名缘由如后文阐释：
 
 

企业

员工

企业育德

育德 传家 爱众 齐家 人企 共生

员工晓理 全员一心

员工物心双幸

企业德礼相辅

“家族”塑造

图 4    超家族主义机理模型
 

（1）“家”之理念体现的创造性继承

从数据的涌现来看，样本企业的家文化实践包含中国传统的家文化内容，因而此概念中具

有“家”的意蕴。但此处“家”的元素并非照搬以往家族生存的整套逻辑与经验，它不是家族关系

在企业中的概化与扩大。超家族主义首先在理念和方法上继承了传统家族对子女无条件的关

爱，展现了家的温情；又关注员工的德性教化，教给他们为人处世的道理，两种实践都把全员视

为企业“子女”，实现对人的培养，再带动企业发展。这些做法赢得了员工的感动与认可，他们自

发以厂为家。因而这一概念中的“家”之意蕴，契合于中国人对“家”的期盼，能够得到更多员工

的认同与信任，具有不是家族却更胜家族的凝聚力。超家族主义既不同于以往企业中的家文化

元素及作用，亦有别于普通的、没有家文化元素的企业，其理论形态可视为对家文化的创造性

继承。

（2）“超”之理念体现的创新性发展

其次，“超”如何体现？超家族主义的育德主张有教无类，爱众则体现了爱无差等。而其实践

结果表明，教化与关爱得到了员工及其家人、客户的积极支持与反馈，而以往企业的家文化主

要特征是利益分配的内外有别，未反映出无差别的教化与关爱功能。以此可知，超家族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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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内容殊异于以往的家文化，且在范围上更具有推广性。以往家文化秉持特殊主义的信任取

向，而超家族主义基于以上实践，在全体员工中形成了一种普遍的信任；不同于家族主义及其

泛化对关系纽带的依附，超家族主义通过员工对共同价值观的认同来维系企业“家族”中的信

任；其机理虽然不同，却仍可发挥胜似家族的凝聚力。总体而言，超家族主义突破了以往企业的

家文化在基本内容、适用对象与信任机制方面的局限，其纵向的机理与横向的范围都超越了家

族主义及其泛化效应的关系容量，在形态上具有更广泛的适用空间，与企业自身的需求更相适

应。它发扬了家文化适用于人与企业协同共生的普适性元素，在创造性继承家文化优良价值的

同时，也创新性地发展了家文化在当代的价值。

2. 超家族主义的内涵界定

以往文献对家文化在管理领域的讨论主要聚焦于家族主义及其泛化的理论概念，集中探

讨相关议题的时期为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2000年初。由于家文化为中国社会的本位文化，根深

持久地影响着华人组织单位，在发挥着家族优势的同时，也存在着在企业家族与一般员工之间

难以建立广泛信任关系的局限。

近年来，一些文献捕捉到了家文化运用于企业的新动态，如一些企业开始自发组织对员工

的教化活动（程雪莲等，2019；常赛超等，2020），给予无血缘关系的员工以“家人”身份，或将此

举称为“拟家庭化”的管理（黎红雷和Wang，2016）。也有研究发现，家文化意味浓厚的中国企业

中也存在“类亲情”的情感交换关系，认为类亲情交换对员工情感承诺、组织忠诚、工作绩效、角

色内行为、组织公民行为上的解释力均高于社会交换关系（朱苏丽等，2015）。而企业对“拟家

人”员工一般采用利他主义的情感组织逻辑（胡国栋，2014），提倡利他等超越传统家族主义观

念的当代价值理念。这些新的尝试为企业带来了活力，在企业、员工、社会的相互关系中可实现

互惠，推动多方的良性发展（晁罡等，2019）。以上研究表明，家文化在管理上的应用出现了新的

内容，但近年的研究尚未从文化根基上厘清新型家文化实践机理及内涵，而“超家族主义”这一

概念较好地反映了这一文化现象和新型管理实践。

据此，本研究将这一概念界定如下：超家族主义是一种新型的家文化形态，它表现为企业

视员工如家人，并通过企业对员工的育德传家和爱众齐家等家文化建设路径，建构双方的共享

价值观，最终实现了企业与员工之间的高度信任和共生。具体而言，这些企业不局限于以往中

国企业通过血缘、熟人等关系为纽带构建家文化的方式，而是秉持中国传统家文化重德性、重

亲情的理念，在管理实践中通过对全体员工全方位的德行教化和一视同仁的情感关爱，企业上

下以共享伦理价值观为纽带形成了胜似一家的企业“家族”氛围，并最终表现出人企共生的状

态。本研究遵从扎根理论对实质性编码、理论性编码的检验要求，再通过文献与编码的持续比

较，提炼出超家族主义这一新概念，理论建构过程清晰，由此判定研究达到了理论饱和。

五、  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超家族主义发扬中国传统家文化中育德传家、爱众齐家两种重要路径，推广至全员实践，

实现了对传统家文化的创造性继承；超家族主义基于共享价值观的认同来深化员工与企业的

相互信任，从而突破对关系信任的依附，实现了对传统家文化的创新性发展。超家族主义对家

文化的各项实践采取扬弃的态度，既不一味摒弃，也不趋于苟同，而是借用家文化在中国社会

的本位影响力来发挥广义的“家”之凝聚力，因此更加适用于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共生互促和协

同发展。总之，超家族主义既契合于中国人对家的温情期盼，又符合于商业时代对企业的发展

要求，因而具有更加广阔的适用空间，代表着家文化在当代与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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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贡献

1. 提出了反映当代中国企业新型家文化实践的“超家族主义”这一新概念。此概念既继承

了家文化更加契合于中国人的情感世界之文化元素，又在基本内容、实践范围及信任机制上超

越了以往企业的家文化局限性，是当代企业发展出的一种新型的家文化形态。

2. 梳理了超家族主义在企业的运作机理。超家族主义主张企业“大家长”首先要德性垂范，

并推动全员参与家文化实践，使德性教化真正落地，情感关怀深入人心，切实发挥家文化育德

传家、爱众齐家的两种路径，进而形成一套全员共享的价值观。随着此类家文化活动的不断开

展和深入，超家族主义对员工与企业双方均有助益，其成效表现为，员工收获了物质与精神的

双重幸福，企业形成了德礼相辅的和谐风貌，人企双方最终实现了相互成就和协同共生。

3. 分析了超家族主义对以往企业之家文化的超越。家族主义和泛家族主义企业更加强调

任人唯亲，其社会关系是向外愈推愈薄，这种特殊主义的信任严重阻碍了企业的长期和持续发

展。而超家族主义企业更加强调将信任建立在共享价值观的基础上，它们通过育德传家和爱众

齐家等路径导入家文化，员工也基于文化认同来建立对企业的信任，因此它超越了以往企业的

家族逻辑和有限信任，拓展了家文化在企业的应用范围，发挥出了不是家族而更胜家族的凝

聚力。

（三）拓展讨论与管理启示

1. 怎样超越家族企业的狭隘信任和经营困境？超家族主义又能发挥怎样的影响？以往企业

的家文化因过于强调血缘和特殊信任，因此表现出一种较为封闭的圈层特色，在高人口流动、

高数字化的当今社会，使企业在人事任用、企业发展方面均出现危机（吕力，2016；齐善鸿和李

亚楠，2017），其任人唯亲的用人原则难以适应当前的市场与经济体制变革（朱贻庭，2003）。为
此，中外许多家族企业做出了去家族化的尝试，如日本企业注重家道的传承胜于家嗣，采用“家
元制度”，通过师徒、招婿、养子继承制等方法吸纳非家族成员，建构虚拟血缘，保障家道的传承

（山本七平，1995；尚爻，2019）。中国企业则采用提升非家族高管比例的尝试，以提升企业的经

营业绩和创新水平（徐晋等，2019；王藤燕和金源，2020）。但也有研究表明，去家族化的改革很

难彻底实施，并会导致企业陷入更多复杂冲突，阻碍企业长足发展（吴超鹏等，2019）。
事实上，文化的力量是强大的，中国情境下的家文化也是根深持久，“家事”与“企业事”终

究难分彼此，去家族化并非长久之计。超家族主义既没有一味地摒弃家文化，也没有拘泥于家

族逻辑，而是萃取了家文化中的优良价值，发挥育德传家与爱众齐家之优势，因此更贴近员工

内心对“家”的天然认同和情感期待。企业将员工视为“家人”或“子女”，在人事选拔方面不再依

靠关系，而是依靠其对共享价值观实践的成效来选贤任能，从而实现了家文化的良性转化，使

内外有别、信任不足的家文化“怪圈”不攻自破。这一新型的家文化形态和机理更具有普适性，

更适用于企业与人的协同发展，代表家文化在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不失为解决当代企业的家

文化困境之一剂良方。

2. 从强调企业家的权威转向强调垂范，是家文化成功实现优化的要诀。在以往企业的家文

化实践中，一些家长式领导不同程度表现出权威、仁慈、德行等特质，但有研究发现，三种特质

往往难以良性协调。华人社会的“人治主义”倾向使领导者惯于使用权威逻辑，权威和仁慈难以

在同一领导者身上共存（Redding和Wong, 1986；李珲等，2014），这也导致过去企业中德性、仁

慈与企业制度的配合不佳。超家族主义更强调企业家亲身垂范的重要性，企业家们更认同“积
善之家，必有余庆”和“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积善行德既不是对自身的束缚，也不是用来要求

他人的工具。企业家唯有首先以德行垂范感召员工，方能真正得到员工内心的认可与感动，与

企业守望相助，从而真正突破关系纽带的内外差异，实现企业与员工的高度信任和共生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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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局限与展望

目前6家案例企业均对传统的家文化进行了良性转化，规避其负面作用，发扬其积极作用。

对比以往的家文化实践，超家族主义确实展现了更适用于当前商业时代的特性。但是本研究的

发现也表明，超家族主义发挥成效的关键在于企业家个人修身尚德、亲身垂范，长期持续地感

化员工，这样才能使家文化深入人心，发挥人企共生的效果。这些都需要企业家对传统德性价

值有着高度的认知与坚持，并将企业联系的纽带建立在共享价值观之上；如果企业家自身仍私

心较重，或不能垂范力行，就很难实践超家族主义的文化理念和管理机制，因此超家族主义也

存在适用边界。

此外，虽然超家族主义的概念诞生于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类企业，但并不意味着其

他情境下的企业没有超家族主义的实践。不同的社会背景与企业类型中都可能涌现出超家族

化的尝试，可从文化、制度与技术等方面来延展超家族主义的内涵。因此，超家族主义的跨案

例、跨情境研究在未来仍然值得继续深耕。

超家族主义仍是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如何将其拓展到更多行业，如何采用更新颖多样的形

式吸引更加广泛的人群，如何结合不同的企业情境采取更加灵活的制度措施，均存在进一步研

究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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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amiliness: The New Form of Family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ompanies

Chao Gang1,  Gu Xinran1,  Wang Lei2,  Qian Chen1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 China；
2.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Summary: After more than ten years of observation, tracking and focused research, this study
finds that some companies begin to try to break through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previous family culture
in management. These companies have taken the excellent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family culture, such as
moral cultivation and extensive care, which are common, and harmonized them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mployees and the company, creating a new form of family culture. Aft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family culture, the business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of the company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attracted other kinds of companies to learn from them.

In order to reveal the above research questions and understand whether such practice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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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ly new, this paper adopts a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selects a sample of six companies that
focus on such practices with outstanding results, and conducts a six-year research on the topic. The study
names the new form of family culture formed in the above phenomenon as “transfamiliness”.
Transfamiliness is manifes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hared values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employees
through family culture paths such as moral cultivation and extensive care, thus achieving a high level of
trust and symbiosis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employees.By analyzing the concept and mechanism of
transfamiliness and its applicability in contemporary enterprises, the study finds that transfamiliness is a
creativ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family culture in the management field by Chinese
enterprises, which transcends the limitations of previous family cultures in terms of relationship-oriented
and a lack of trust in management. It better promotes the symbiosis and synergy between employees and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transfamiliness not only fits the Chinese people’s expectations of
family love, but also appli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hemselves, and therefore represents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direction for family culture in the future. The creation of transfamiliness
provides a set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olutions that are more applicable to the current business
society and have Chines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solve the common family logic dilemma of
enterprises and extend the value of family culture in the times.

Key words: transfamiliness; family culture; trust; symbiosis; grounded theory
（责任编辑：宋澄宇）

 

超家族主义：家文化在当代中国企业的新形态
35


	一 引　言
	二 文献回顾
	三 研究方法
	四 编码过程与发现
	五 结论与讨论

